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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莱文森继承了媒介环境学的传统，但流于肤浅。他认为技术悲观论者们只注意技术的弊端，而没有从演化的视角评估技术。莱文森认为技术在初生阶段所带有的弊端将在演化的过程

中被淘汰或补救。但莱文森的进化论面临三个问题：谁在进行选择？何以选择？选择的结果如何评估？对这三个问题，莱文森的答案都是“自然——人性”，并给出了一幅黑格尔式的理

论图景。但他错误地设定了某种前技术的“自然状态”的人性，未能贯彻媒介环境学从生态整体考察媒介的基本立场，没有意识到价值标准也存在范式革命。 

关键词 

保罗·莱文森、媒介进化、自然选择、媒介环境学 

作者简介 

胡翌霖，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科学思想史。电邮： hyl510@gmail.com。  

“Natural Selection” of Technology: Criticism on Levinson’s Evolutionism of Media  

HU Yilin  

Abstract  
Levinson has inherited the tradition of the media ecology, but a superficial one. He believes that the disadvantage of the firstborn technology can be eliminated in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However, 

Levinson's theory of evolution faces three questions: Who makes selection? How to make selection? How to assess the result of selection? Levinson gives the same answer, “nature – humanity”, with a 

Hegelian theoretical prospect. But he does not realize the paradigm revolution of the standard of value.  

Keywords  
Paul Levinson, evolution of media, natural selection, media ecology  

Author  
Hu Yilin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at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Email: hyl510@ gmail.com. 

一、引言 

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 1947-）是麦克卢汉和尼尔 ·波斯曼的学生，是当今“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的领军人物。特别是，由于何道宽教授的

大力引介，他在中文学术界也有了不小的影响。何道宽认为，莱文森“超越了麦克卢汉和波斯曼，他用媒介乐观主义、人类沙文主义、人性化趋势理论和补救性媒介理论，

树起后麦克卢汉主义的大旗。 ”（莱文森， 2007:序言6） 

但是，作为芒福德、埃吕尔、伊尼斯、麦克卢汉、波斯曼等前辈学者的后继者，莱文森的超越会否只是一种背离或倒退呢？当然，既然要超越，就总有偏离之处，关键

在于，他究竟丢掉了哪些传统，又开辟了哪些新的理论空间？ 

莱文森从媒介环境学传统中继承了某种媒介史与媒介哲学相结合的学术路径，他们研究各种媒介的特性和历史，但并不是旨在年表和数据的开列，而是通过媒介研究展

开一种对人性的哲学反思。相比于经常天马行空，而不太注意理论建构的前辈们（特别是麦克卢汉），莱文森的理论纲领更加明确，他试图以一种“媒介—知识进化论”把

哲学与历史融会贯通。 

但具体而论，莱文森急于批评埃吕尔等人的技术悲观主义，但并未充分消化前辈们的深刻洞见，导致其“进化论”学说和技术乐观主义流于肤浅。 

二、对悲观论者的批评 

莱文森不同意埃吕尔为代表的批评家对技术的敌视态度，认为他们只盯着技术的弊端。他提到：“我们看到媒介批判里有一个普遍的错误，我称之为‘埃吕尔式的错

误’，因为它贯穿埃吕尔的著作，这一错误好比是在飞蛾孵化之前就批判其幼虫……显然，媒介支配我们的观点使人看不见从一种技术到另一种技术的媒介演进，而且使人

看不见一种媒介发展的不同阶段。 ”（莱文森，2011:94） 



莱文森指出，应从整个演化史的角度评价技术革新，新的技术总有弊端，但随着历史的演化，这些弊端将得到不断的“补救”。他说道：“一切技术进化都有得有失，

实际上一切进化都是利弊皆有的交易。……然而，理性使我们能超越得失皆有的困境……因为我们能评估利弊，也许能发明并运用新技术即补救性媒介，借以改良得失的平

衡，使之对我们有利，哪怕是微弱的优势也好。 ”（莱文森，2011:5） 

值得补充的是，在莱文森看来，“理性”的作用一般不是在新技术的“发明”环节，而在于“选择”的环节。莱文森认为，知识和技术的发展类似于生物进化，大致分

为生成（变异） ——批评（淘汰）——传播（繁衍）三个阶段（莱文森，2003:3），而新“变异”的发生往往是盲目的，莱文森引用柯斯勒（Arthur Koestler）：“大

多数最重要的科学发现达成的方式使我们联想到‘梦游者’的表现”（莱文森，2011:52）。 

莱文森所批评的“埃吕尔式的错误”就是只盯着新技术的初生阶段而指责其弊病和盲目性，但没有注意到这些弊病会在优胜劣汰的选择过程中被剔除或补救。而且在这

个环节，对技术的选择是由理性的人所主导的，他说道：“无论是好是坏，人的指引对一切技术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可见，一切技术在我们的手中都是各种形式的刀

子……它证明以下观点的荒谬：技术是自主的，其本性是人不能控制的。 ”（莱文森，2007：130） 

乍看起来，莱文森似乎背叛了整个媒介环境学派的立身之本——“媒介偏向论”，而退缩回某种认为技术是“双刃剑”的，平庸而肤浅的技术中性论上来了（技术无好

坏，取决于人怎么用）。特别是当我们看到他诸如“饥饿的猎人用枪来打猎以便果腹，枪就用于好的目的”（莱文森，2007：129）这样的言论时，一定会大跌眼镜。但平

心而论，莱文森也不至于如此浅薄，我们始终要把他的主张放在整个技术演化史的视野下看——比方说，一把大砍刀显然不是中立的，它更倾向于被用来杀人而非切菜，但

随着制刀技术的演进，通过在人类历史中长期的选择和淘汰，把刀用于更好目的的那些倾向将会得到更多的繁殖，而坏的倾向将得到抑制或补救。因此评估刀这一技术不能

光看它运用在战场上的原始形态，还要看到从大砍刀到切菜刀这样一条完整的进化谱系。 

但埃吕尔等批评家也并非没有看到技术的改进和演化，埃吕尔指出：“对于某个技术麻烦，它的每一种解决方法都只能在其总体上加强技术系统。 ”（埃吕尔，

2008:121）这一点莱文森也会同意，只不过整个技术系统的加强在埃吕尔看来意味着对人类的日益压制，而莱文森看来则是人类知识和理性的日益进步。 

然而“演化论”的视角并不必然导出“进步”的结论，反而，自然选择的演化图景原本似乎是残酷而盲目的，莱文森如何能够肯定演化的方向总是美好的呢？ 

我们需要更细致地考察莱文森的“进化论”。如果说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概念是自然选择、适者生存，那么在莱文森的技术进化论中，又是谁在进行选择？何以选择？

选择的结果如何评估？对这三个问题，莱文森的答案都是 “自然——人性”。 

三、谁选择技术？ 

我可以用枪杀人，也可以用枪打猎；我可以选择买把大砍刀，或者买把菜刀。在这个意义上，我显然可以对技术进行控制和选择。但恰恰是把技术问题放到总体演化的

背景下看的时候，这种一个人在一时一地的控制和选择失去了意义。埃吕尔说道： “人成为主体而非客体的……条件是他必须对技术发展进行控制。所有人对此大概都会同

意，但它事实上完全无效。比问题‘如何’更令人感到棘手的是‘谁’的问题。我们必须具体而实际地自问，到底是谁能对那些为技术辩护的价值进行选择，并对其进行控

制？ ”（埃吕尔，2008:124） 

究竟是官员、技术员、学者还是科学家，在对技术进行选择呢？都不是。所有的人都处于一个总体的社会系统之下，从演化史的宏观视野看，是整个社会在选择技术。

但问题在于，这个社会体系本身也是技术主宰着的——这也正是埃吕尔所说的“技术社会”，芒福德所说的“巨机器（Mega-Machine）”，海德格尔所说的“集置

（Gestell）”或波斯曼所谓的“技术垄断（Technoply） ”。埃吕尔说道： “人类自身试图发明手段控制其技术，并通过在这些技术之间进行选择，使它们服从于他自

己的目的。选择和目的都建立在信仰、社会先决条件和神话的基础上，后面这些都是由技术社会决定的。 ”（埃吕尔，2008:121） 

这些技术批评家不约而同地把现代社会看作由技术的逻辑所决定的巨型机器，人们服从于技术所安排的角色，个别人的逆流而动在整体上不过是些磨损或噪音，人在技

术面前不过是一些被动的螺丝钉。 

莱文森也并不强调个人的力量，在他那里，选择技术之“谁”也并不是具体的个人，而似乎是一个大写的 “人”或“理性”。莱文森可能会说：即便个别的人总是受制

于整体的技术环境，但这个技术环境同时又是由 “人”选择的。 

那么这个抽象的 “人”的选择难道不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吗？不完全是。在这里，莱文森的 “人”颇有一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味道——他超越于任何个人的意

志，推动着历史的车轮，但又不是机械或盲目的，而是精神的和理性的。 

在莱文森看来，“技术是人的思想的物质体现，……是精神和物质可以感觉到的互动”（莱文森，2003：101）一切技术都是“知识”的物化形式，一根牙签中也包含

了从伐木到就餐的一系列知识，整个技术环境其实就是人类知识的外化。因而技术的进步同时是知识的进步，知识通过在人类心灵和技术环境之间的往复运动不断前进——

尽管莱文森更多地引用康德和波普尔，只是非常偶尔地提到了黑格尔给表面上无理性历史赋予理性的逻辑的努力（莱文森，2003：282），但他显然更像是黑格尔的信徒，

黑格尔的“正—反—合”对应于莱文森的“精神—物质—技术”，而“绝对精神”对应于自然或宇宙：人类来自宇宙并要回归宇宙，在某种意义上是“宇宙”在“通过”人

类和技术的演化进行着自我认识和自我改造，莱文森说道：“技术具有这样的意义：通过这些物化的冒险，宇宙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理

性、渴求、意志、梦想和许许多多心灵的历险，都会越来越声势浩大地表现出来。 ”（莱文森，2003：281） 

或许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有点自欺欺人，但绝不肤浅，其在思想史中的地位毋庸多言。而莱文森事实上修订了黑格尔的学说：在黑格尔看来，物质世界是绝对精神的

“外化”，精神和物质构成互相转化的辨证关系，但在黑格尔那里，精神和物质仍旧是对立的两极，其间沟通转化的机制并不明朗。而在莱文森看来，“精神和物质的冲突

在技术之中已然解决了”（莱文森，2003：83）。精神和物质通过技术联结起来，精神通过技术外化为物质，并在这一过程中得到自我确认和自我改造。 

当然，要进一步评估莱文森的这一创见，还需要牵扯到对黑格尔哲学的深入阐发，篇幅有限，不再赘述。我们暂且承认莱文森把这样一种大写的 “人”或“理性”，或

者说“宇宙”，指认为技术的选择者这一策略是合法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凭什么说“它”的选择是理性的和人性的，而不是非理性的和反人性的？ 

四、何以选择技术？ 

仅仅说技术是“知识”的体现或外化，并不足以表明技术的演化是令人乐观的。相反，如果说技术的演化趋于机械和僵化，岂不是意味着人类知识趋于刻板和单调？而

莱文森还要强调，技术演化的趋势并非与人性背道而驰，他提出了媒介演化的 “人性化趋势”（anthropotropic，其中tropic有向性或回归线之意）或者说 “人性回

归”说（莱文森，2011:69） ——“一切媒介的性能终将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像人‘自然’加工信息的方式，也就是像媒介出现之前人加工信息的方式。 ”（莱文

森，2011:v） 

在这里，莱文森错误地设定了某种前技术的“自然状态”的人性，而技术的发展始终是向这一“自然状态”的“回归” ——“现代技术搜集和加工信息，不是以取代自

然能力的方式，而是以复制和延伸自然能力的方式，使人能够达到自然能力过去不能运作的领域，比如星系。因此，技术的胜利，根本不是战胜自然的胜利，而是自然本身

的胜利。……技术的人性化即自然化。 ”（莱文森，2003：121） 

看来莱文森遗忘或曲解了麦克卢汉的洞见——媒介“不是人与自然的桥梁，它们就是自然。 ”（麦克卢汉，2000:310）关键在于，麦克卢汉的“人与自然”都不是某

种固定不变的“原型”，而是不断被技术重新塑造的——“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 ”（麦克卢汉，2000:17）“我们”或“人类”是不断地随着技术的

演化而被重塑的，但莱文森忘记了已由技术哲学和媒介环境学揭示了的人的实际性，退回到卢梭式的原始人理论了。 

莱文森说，“媒介的存活的核心原理可以这样来表述：相对于其竞争对手而言，一种信息技术存活的几率在于它满足人类需要的优势。 ”（莱文森，2011:153）但福

特或乔布斯都会反驳：是技术创造需求，而非反之。埃吕尔也指出：“手段先于目的建立起来”（埃吕尔，2008:120）。并没有一种先于一切技术的，作为原型的 “人类

需要”，而只有在实际的历史中不停被新技术重新塑造的人类需要。 

解释在技术的“生存竞争”中某些技术何以优胜或淘汰时，莱文森就试图援引这个原型的“自然人 ”。例如，关于“为何无声片被（有声电影）猎杀而广播（在电视之

后）还能兴旺”，莱文森解释说：这是因为 “人自然生活中经常只听不看但极少只看不听的固有特征。 ”（莱文森，2011:85）因为“原始人 ”经常只听不看，但极少只



看不听，所以现代人抛弃了无声电影但保留了广播？ 

事实上，这一现象更适合用生物进化论中的“生态位”概念来解释。只有当两个物种处于相同的生态位时，才构成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否则就可能相互妥协，重新划

分各自的生存空间。无声片和有声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可能占据的位置几乎完全重叠——能够播放无声片的场合也能播放有声片，反之亦然。而广播和电视的生存空间不

完全重叠，虽然电视侵占了不少原先被广播占据的空间，但仍有一些场合（比如轿车中）被广播独占，因此不至于灭绝。而这种“生态位”的关系取决于实际的环境条件，

而非理想中的原始状态。例如最近出现的一些新的条件，例如轻巧的液晶屏幕被置于嘈杂的公交车和地铁车厢之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一些准无声的动画片更多地出现在这种

环境中。另一方面，随着自动驾驶系统和智能手机等技术的成熟，以至于开车时根本不需要再盯着前方的道路，广播残存的小生境也会被剥夺掉，到时候人们也许宁愿在智

能手机上 “只看不听”地刷网页打游戏，也不再需要听广播了。 

麦克卢汉也认为在原始部落中听觉和触觉更占优势，而“拼音文字是视觉功能的强化和放大，它削弱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的作用”（麦克卢汉，2000:280），在麦

克卢汉看来，电子媒介时代也的确是向原始的听觉—触觉世界的某种回归。但是莱文森生硬地把这种回归认定为一个当然的趋势。那么他又如何解释回归之前的背离呢？莱

文森本人并未明言，但如果再次借用黑格尔式的“正—反—合”的辩证法思路，倒是容易理解了。但莱文森的辩证法还有待细究。一方面是“知识”在技术中的外化和回

归，另一方面是 “人性”在技术中的背离和回归，这两条历史线索的背后都是黑格尔式的辨证逻辑，但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还不甚明晰。 

事实上，技术的批评家们往往认为，技术发展的逻辑是“自主”的，也就是说，技术按照自身的逻辑——具体而言，就是单向度的效率标准——优胜劣汰，因此技术的

演化不是造成人性的回归，而是造成人性日益被单调的效率逻辑所支配。莱文森也承认“效率”的确是技术被选择的直接标准，他说道：“一般地说，技术发展本身和人的

自恋没有多少关系。相反，其目的是让完成任务的效率尽可能高，效果尽可能好，和其性能像不像人并没有多大的关系。然而，我们发挥功能的自然方式必然是十分有效

的——否则这些方式或人类自身就不可能存活下来了。因此，我们对技术效率的追求实际上就等于对自然的追求。 ”（莱文森，2003：234） 

关键是，如果说人的“需求”是不断被技术重新构建的，那么这些“需求”就有可能越来越偏离莱文森所谓的自然状态，最终被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的需求”填满。

那么，如何确定某种需求是自然的而非虚假的呢？仅仅是因为这种需求在进化中“存活下来了”，就证明这种需求是真实的吗？这显然是一个循环论证，前提是莱文森已经

认定进化的趋向是好的。而如果我认定演化的趋向是坏的，那么在演化中存活下来的就理应是越来越糟的东西了。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除了反复地说“胜出的就是自然的，自然的所以会存活的”之外，还有什么方式来评估被选择的技术之好坏呢？ 

五、用什么评估技术？ 

很明显，莱文森是波普尔的拥趸，并受到波普尔过多的影响，特别强调知识和技术通过批评和淘汰不断进步的观点。但他的肤浅处也与波普尔一脉相承，那就是忽视了

整体的“范式变革”。 

库恩用范式革命反驳了波普尔的知识进化论，而范式革命的涵义取自政治革命，库恩指出：“政治革命的目的，是要以现有政治制度本身所不允许的方式，来改变现有

政治制度”，而不同的政治制度意味着“不相容的社会生活方式”（库恩，2003:86）。 

这种不相容性，或者说“不可通约性”尤其体现在，无法在不同的范式之间找到一个公共的衡量标准，来评估事物的好坏。 

波斯曼强调：“技术变革不是数量上增减损益的变革，而是整体的生态变革。 ”（波兹曼，2007:9）“媒介即环境”，要从整体的生态出发考察媒介，这又是“媒介

环境学”的立身之本，作为媒介环境学家，莱文森理应深知这一点，但当他思及知识和技术的进步时，似乎把这一原则抛诸脑后了。 

莱文森也提到：“在前进、行动和生活的过程中，有机体必然影响并改变其环境——而且要影响并改变选择它们的进化力量。 ”（莱文森，2003：70）但说这句话的

时候，他主要是试图强调人改造技术环境的主动性，但反过来说，当技术被当作进化的主体时，作为环境的人类文化也同样必然会受到技术的改变，而在这个“文化环境”

之中，也包含着对好坏进行评估的理论词汇和价值观念。 

波斯曼指出：“新事物需要新词汇，但新事物也可能修正旧词汇的意义……电报和廉价的便士报改变了我们所谓‘信息’的意思……文字改变了‘真理’和‘法律’原

来的意义……技术重新界定‘自由’、‘真理’、‘事实’、‘智慧’、‘记忆’、‘历史’等词汇的意义……”（波兹曼，2007:4），特别是，“数字技术改变我们看待

世界的方式。……对手握成绩单的人而言，一切都像是数字。 ”（波兹曼，2007:7）对于一切事物的好与坏，现代人越来越倾向于用某种单向的、量化的态度来评估。事

实上，甚至“价值”一词本身也是货币制度和市场经济成熟之后的近代产物，体现着量化和均质化的逻辑，而古代人根本不会像现代人这样评估事物的好坏。这种在现代技

术环境下形成的单向度的价值观恰恰是技术批评家们着重警示的东西。 

波斯曼引用了一个案例： “火柴引进一个非洲部落造成习俗的改变”，他们每次房事之后都要重新生火，原本他们需要到邻居家借火，因此性事是一个公开事件，那么

火柴的引入“是否改变了人们对性事的价值评判呢？ ”（波兹曼，2007:15）随后波斯曼提起法利 ·莫瓦特（Farley Mowat）的《驯鹿人》（The People of the 

Deer）所描述的“来复枪取代弓箭后造成一种文化的灭绝”这样一种更为剧烈的情况，我们还可以联想到马克思那句著名的话—— “火药把骑士阶级炸得粉碎”，因为火

药的引入使得城堡过时，造成了骑士的消亡，而骑士阶级还负载着贵族文化、骑士道等一系列价值观念。 

而莱文森所争辩的事情完全是南辕北辙，他说道：“波斯曼等大多数批评电子媒介的人错了，他们的错误不在于批评电子媒介与理性和文化素养的联系，而是在于这样

一个观点：电能及借用电能的媒介是书籍、杂志和报纸不共戴天的死对头，即文化素养的死敌。事实刚好相反，电子传播滥觞时，电报传递书面词的速度和距离都胜过以前

的其他媒介，而且电报大大有助于报纸和新闻报道。 ”（莱文森，2011:57） 

关键在于，波斯曼他们所关心的压根就不是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之间是否此消彼长，而是在关切作为整体的印刷文化与电子文化之间的对立。就好比说火柴引入部落之

后的意义并不在于火柴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生火的次数，而是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生火和性事的意义。诚然，印刷术传递《圣经》的“速度和距离都胜过以前的其他媒

介”，但媒介环境学派的前辈们关心的根本不是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印刷术改变了《圣经》的意义。 

六、结论 

至此，我们可以认为，莱文森遗弃或者回避了媒介环境学学派的一些最核心的洞见，太急于为技术辩护，因此他对悲观主义的前辈们的批评基本上是不着边际的。但莱

文森的学说毫无意思吗？当然也并非如此。我们注意到，莱文森坚持技术演化史的视角，努力为这一视角引入完整的哲学基础，这是难能可贵的。遗憾的是，莱文森没有充

分自觉并推进其思想中蕴含的黑格尔主义的思路，在哲学方面止步于波普尔的深度，也未能充分地贯彻媒介环境学的立场和思路。 

对莱文森思想进行推进的方式至少有两条。第一种方式是对莱文森思想中的黑格尔主义加以提炼并推演，完善并发展他的“媒介辩证法”。第二种方式可以暂时排除黑

格尔主义的玄思元素，从“媒介进化论”着手阐发，引入生物学的理论考察人与技术之间的驯化、共生或寄生关系，从有机体的繁衍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相决定和互相重塑

的关系出发理解技术的演化史与人类思想史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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